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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关系变迁、工业扶贫变革与共同富裕
道路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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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城乡关系的不同阶段，工农关系差异显著。工业扶贫是城乡关系与工农关系优化的本质
要求，也构成了新中国 70 多年扶贫工作的重要内容。通过提供就业、增加收入、收入转移与福利供给
等，工业扶贫推动中国农村经济实现了整体的进步和提升，农村贫困问题得到显著缓解。在不同阶段，

工业扶贫具有不同的特征与内涵，从间接性溢出效应减贫，到直接性就业吸纳减贫，再到工业反哺农业

的开发式扶贫，最终到全面介入的工业精准扶贫，工业扶贫走出了一条脱胎于乡村而后又以高质量多样

化方式回馈乡村的扶贫发展之路。在新的阶段，工业扶贫不仅不可弱化，反而应该通过更多方面的政策
与制度进行扶持，这不仅是持续相对贫困治理的需要，也是新时期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更是

构建共同富裕道路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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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国脱贫攻坚战取
得了全面胜利，这是共同富裕伟大目标的阶段性重大成果。2021 年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衔
接转折之年，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并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我们不仅要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时还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回顾 1949 年以来的扶贫道路，我们不仅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就，而且为世界减贫提供了十分难得的经验和方案。从 1978 年到 2019 年底，中国贫困发
生率从 97. 5%下降到 0. 6%。在中国的扶贫历程中，不少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的减贫工作
经验进行了跨时段的总结和梳理，形成了新时期开展贫困治理的重要基础。扶贫工作在一定意义
上是对工农城乡关系的调整和再实践。但对相关研究的回顾和总结发现，从工业角度对中国 70 余
年扶贫工作进行分析、总结与梳理的研究较为薄弱。客观上看，工业发展以及工业扶贫对于中国扶
贫具有独特而显著的意义，故本文尝试从工业扶贫的角度对中国百年的城乡关系以及 1949 年以来
的工业扶贫工作进行总结和梳理。这既是对中国工农与城乡关系的系统分析和总结，也是对工业
参与扶贫工作的再研究与再深化，有助于我们在新阶段重新审视工农与城乡关系，也有助于为新阶

段的农村工作提供可行的思考与着力方向，为实现相对贫困治理和共同富裕目标奠定坚实

基础［1］。
脱贫攻坚战能够取得全面胜利，离不开党的领导，离不开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共同富

裕道路的坚持，更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下全国上下形成的脱贫攻坚共同意志和共同

行动。在这场举国一致的脱贫攻坚行动中，工业与企业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2020 年我国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农村居民的收入构成中，工资性收入占比为 40. 71%，主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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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非农产业，而工业企业与服务型企业提供了最大比重的就业岗位。经过 70 余年的工业发展，中
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具备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拥有所有大、中和小的工业门类。从 1952 年到
2018 年底，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长了近 971 倍［2］。中国工业的辉煌发展历程，不仅是中国经济辉煌
历程的最好体现，更是中国通过经济发展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并奋力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生动实

践。工业发展历程不仅是我们全面认识和理解中国扶贫的一条重要线索，更是中国对国际减贫工
作的重要贡献。

一、中国工业发展与城乡关系的百年回顾

从国际范围看，完成工业化都需要资金的原始积累，而利用农业积累优先发展工业在基础薄弱

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3］。中国工业的发展道路是极富特色的，作为中国工业基础
的乡村工副业，从农业中脱胎而来，同时紧密依靠县乡村三级城乡体系［4］。对工业发展阶段的理
解，离不开对城乡关系背景的认识与理解，故在下文的分析中，本文将工业发展阶段与城乡关系进

行了有机融合，以便充分呈现工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并为后文的讨论做好铺垫。
( 一) 工业零落停滞与城市优先的发展阶段

1949 年之前，中国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且饱受战争创伤［5］，仅有的工业主要集中在轻工业领
域，多数工业企业的实际控制者为帝国主义列强，工业形态主要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其产值占全

国工业企业总产值的 63%，而当时的工业产值不到农业产值的一半［6］，工业基本上处于小规模且
进程停滞的状态。在此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业发展主要在革命边区进行，主要目的是服务革
命战争。以陕甘宁边区为例，其重点发展了军事工业。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看来，农业在一
定意义上就是工业，因此确立了工业农业并举的发展思想［7］。毛泽东对于工业的认识也经历了从
富国强兵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转变［8］。中国革命的目标之一就是扫清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障碍，通
过激发全民创造力，夯实工业发展的基础，以乡村为中心的革命思想的确立也构成了工农城乡关系

的另一种辩证实践。新中国成立之前，农村衰败与农民破产的情况极为普遍，与此同时，城市则展
现出畸形繁荣的态势［9］。大量的农业剩余被汲取到城市，大量的农村财富和优质人力资源也因体
制的原因而涌入城市，面对严重失衡的城乡工农关系，尽管国民政府和社会力量采取了一些措施并

掀起了一些社会运动，但收效甚微。由此可见，当时的城乡关系是极不均衡的，农业和农村构成了
工业汲取资源和利益的重要空间，而处理好生存保障体系和经济发展提升体系的关系问题［10］，构

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改革与发展工作的核心议题。
( 二) 工业发展起步与城乡分割发展阶段

早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费孝通先生就认为中国农村实现乡村工业化的道路是可行的、切实
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手工业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当中占比较高，相关统计显示，1949 年时，
个体手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23%［11］，轻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 70%［12］。
1955—1957 年，农村开始推行大规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同时农村副业也成立了专门的合作社或
合作组［13］。依托合作社发展乡村工业在客观上也暗合了费孝通关于中国乡村工业化道路的判
断［14］。而后，农村工业化出现了阶段性高潮，集中出现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当然，
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也没有脱离当时中央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导向，且优先发展重工业恰恰

为农村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消费市场。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
主导”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针，这一方针也是当时反贫困思想的主要表现［15］。这一时期的农村工业
发展仍以人民公社为主导力量，农村工业主要集中在人民公社一级，大队举办工业的情况相对较

少。1961 年，农村产权进行调整，农村生产队成为农业产权的实际主体。此后直到改革开放前，队
办企业成了中国农村工业的主体，1970 年队办工业产值占工副业产值的近 60%［16］。当时的社队

·6·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年



企业几乎涵盖了种植业以外的所有领域，包括农业机械修理、配件生产和农产品简单加工等，对国
有工业形成了有益补充［17］，为农业生产与农民生产基本需求的满足提供了重要支持。此阶段的手
工业对扩大社会就业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便于妇女从事生产［18］。乡村工业以农业剩余进行投
资，土地产出的集体份额转化为社队工业［19］，而投资后形成的回报又进一步回馈了农业和农村，实

现了支农、补农与养农的功能［20］。这一阶段发展乡村工业的目标是很明确的，即实现全民所有
制［21］，故此，乡村工业的发展一定是要回馈乡村与农民的。
与农村工业发展同步的是，国家在这一阶段着力发展城市重工业。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时，新

中国已经建立起了初步的工业体系，为之后中国工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针对这
一时期重工轻农的发展战略，也有一些研究者提出了自己的理解，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而不是轻工

业是源于当时的国内外环境，而汲取农业剩余甚至是农村工业副业剩余就成为支持城市重工业发

展的有限可行路径［22］。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和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国家从农
业行业提取了大量的资金和实物以支持城市重工业的发展。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优先发展工业的
国家战略导致农业农村的发展在一定阶段内被迟滞，但中国发展方向始终没有偏离益贫的道

路［23］。从工农关系上看，1970 年之前，中国仍是以农业为主导的国家，农业产值仍占国民经济总
产值的主体; 1970 年之后，随着一大批工业项目的实施与投产，工业才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
( 三) 工业均衡发展与城乡有限互促阶段

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的工业结构以轻重工业的均衡化发展为特征，直到 20 世纪末期，我国轻重
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基本相当，而农村工业化和国家整体工业化则构成这一阶段减贫的基

本动力。以改革开放为起点，农村改革首先启动，随之而来的是乡镇企业的快速兴起，乡镇企业以
工业企业为绝对主体，其产值与数量是社队企业无法比拟的。改革开放后，生活消费品的短缺和城
乡居民收入的提高是推动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因［24］，正是因为面向农村市场的工业结构调

整才让乡镇企业和城市工业获得了更大的农村市场［25］。1984 年，社队企业正式更名为乡镇企业，
人民公社体制被乡镇体制取代。在 1980 年代的乡村工作中，国家推行的是“离土不离乡”和“三就
近”原则［26］，这从客观上使乡镇企业的发展扎根乡村并服务乡村。20 世纪 80 年代，乡镇企业遍地
开花，尽管随后的发展经历了波折，但在 20 世纪后期，其总体发展是较为顺利的，到 1988 年，中国
乡镇企业数量超过 1 800 万家，企业总产值超过 6 400 亿元［27］。1992—1994 年，中国乡镇企业的年
增加值均超过 50%，到 1999 年，农村劳动力中从事非农产业的有近 30%［28］。以上海农村工业为
例，其在 1997 年时，农村工业产值占全市工业产值的 43%，农村工业新增产值占全市工业新增产
值的近 70%［29］。而在全国，到 1995 年，农村工业产值已占全国工业产值的近 50%［30］。随后，乡镇
企业进行了大范围的产权制度改革，到 2000 年左右，全国 90%以上的乡镇企业都完成了改制，乡
镇企业也转型为现代企业［31］，这是市场化改革举措推动工业转型发展的客观体现。与乡镇企业发
展一致的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农业生产领域的产业组织化也得到快速发展。相关研究发现，到
2002 年，中国农村产业化组织数量超过 9. 4 万个，比 1996 年增加了近 7 倍，产业化经营组织所带动
的农户数量占全国农户数量的 30%［32］。在乡村工业的组织形式上，个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在这一
阶段显著增加。
乡镇企业的发展也带来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管理政策的松动，到 1989 年，全国外出务工的农民

达到 3 000 万人①。但在当时，面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国家层面仍以严格控制与管理为主。从改
革开放政策实施起一直到 20 世纪末，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吸纳了一大批“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劳
动力，从这一阶段开始，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家庭收入构成的重要部分。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释放
了工业经济的活力，出现国营、民营、外资和合资等多种企业形式，不同所有制企业相互促进，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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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短缺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到 2000 年时，中国工业增加值位居世界第四，同年，在乡镇企业就业
的人员数量接近 1. 3 亿［33］。
随着城乡工业的发展，农业生产的物质装备水平不断提升，农业机械动力、农村用电和化肥使

用量等显著增加。2003 年底，农业机械总动力超过 6 万万千瓦，是改革开放初的 5 倍多; 农村用电
量超过 3 400 亿千瓦，是改革开放初的近 14 倍; 化肥使用量超过 4 400 万吨，是改革开放初的 5
倍①。工业产品在农业领域的应用直接带来了农业生产力和农业产出的大幅度提高，也在很大程
度上提升了农业经营性收入。研究发现，改革开放到 1998 年的 20 年间，工业补农建农资金超过
1 000 亿元，21 世纪的最初 5 年，年均反哺资金则超过 150 亿元［34］。
( 四) 以工促农和以城带乡的新阶段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工业与全球经济体系之间的交融不断提升，这一阶段，我国工

业不仅承接了大量的国际产业转移，也进一步强化了工业自主创新能力，制造业在全球的影响力越

发突出。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国民经济的整体实力大为增强，但工业关系的扭曲与工农产业发展
的不平衡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中国要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为
此，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提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

的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35］。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了调整工农关系的
新指示，即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农与城乡的协调发展。
学术界也认为，在此阶段，中国农业出现了从养育工业到工业反哺农业的转变［36］。2004 年以来的
中央一号文件持续聚焦“三农”问题，由此进入国家主动为农业农村发展开展政策设计的阶段。这
一阶段的国家与农民关系实现了从资源汲取到资源输入的转变，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农民生活持续

改善。2006 年，国家正式全面取消农业税，同时建立了针对化肥、柴油和种子等农资的直接补贴，
新农村建设工作也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启动［37］。从这一阶段工业发展的地区结构看，中西部地区的
工业发展增速高于东部地区，工业发展呈现大国雁阵格局［38］。在工业就业扶贫的带动下，我国农
村居民从工业企业中获得的收入从 2000 年的年人均 760 元上升到 2005 年的年人均 1 100 元; 2007
年底，中国 GDP的 30%、工业增加值的 45%、出口产值的 40%均来自乡村企业; 2008 年，全国规模
以上的乡镇工业企业超过 20 万家，其工业增加值占全国乡镇工业增加值的 70%以上［34］。
在工业反哺农业和国家惠农政策的支持下，农业现代化的各方面条件不断改善。2012 年底，

我国农业机械总动力超过了 10 亿千瓦，全国农作物经营的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50%，农田实现有效
灌溉的面积达到全国农田总量的一半以上，农业增长的科技进步贡献率也超过 50%②。截至 2012
年底，中国有农业产业化组织数量近 30 万个，覆盖了全国超过 40%的农户，占有全国农业生产总
量的 60% ; 龙头企业所生产的农产品和加工产品占据市场 1 /3 的份额，龙头企业服务农业发展和
农民增收的功能显著增强③。在工业反哺农业政策的推动下，农业发展也被注入工业化的理念，工
业化农业更成为不少地方推进农业产业和农村发展的重要选择，农业生产中的化学制品和能源应

用更加广泛。
改革开放 30 年后，中国农村实现了总体小康，农民年均收入从 100 多元增加到 4 000 多元，贫

困人口减少到 1 400 多万。从 2001 年到 2010 年，全国重点贫困县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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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未扣除价格因素) ，超过同期全国平均水平①。乡村工业的发展，一方面为农业现代化奠定了
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乡村科教文卫等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整体上看，这是中
国工业能力快速发展的阶段，在此阶段中后期，我国开始大规模吸引外资，同时引进大量国外先进

工业技术，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更加多元且规模不断扩大［39］。
( 五) 工业深化改革与城乡融合发展阶段

进入工业化后期，单纯的政策给予已经无法继续推动农业农村的发展，深化改革成为客观需

要，工业深化改革，农村改革也同步全面深化［40］。“十二五”以来，我国在工业技术和制造技术等领
域围绕创新与提质出台了密集的措施，工业技术取得突出成就，一些工业领域占据全球领先位置。
为了应对工业发展的现实需求，2012 年后，我国对重工业进行了优化调整，部分产能过剩的重工业
出清，同时高质量的轻工业有一定程度的占比提升，工业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全面展开［41］，工业

经济发展进入区域协调发展阶段。中共十八大提出了“四化同步”的发展道路，即实现特色新型工
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发展，客观上要求大力推
进以数字化和网络化为核心的新工业革命，推动工业的智能化发展，实现信息技术在工业领域的集

成应用，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迈进。2018 年，中国工业增加值达 30. 52 万亿元，是 1952 年的
2 500 多倍②。从具体的工业行业情况看，2012 年以来，汽车制造和通讯及电子产品制造业成为工
业领域产值占比最高的两个行业; 从要素结构看，2012 年以来，劳动密集型行业占比再次回升，
2017 年劳动密集型行业占比接近工业总量的 2 /3; 从技术结构看，我国工业的高技术化趋势不断增
强，到 2017 年，高技术密集型行业占全国工业的比重超过 30%，达到目前为止的最高水平［41］。

2014 年以来，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高于全国 GDP和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但因农
村居民的收入基数较低，其与城镇居民的收入还有一定的差距。2015 年，国务院推动的“双创”政
策落地，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得到优化，个体创业与返乡创业的情况显著增加。在东部沿海推动工
业产业转型升级和淘汰落后产能的背景下，中西部地区对人才和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吸引力增强，东

部地区被挤出的行业多数转入了中西部地区。在政策红利的推动下，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迎来
了新的机遇。在该阶段，以工业发展为推动和支撑，农业领域的三产融合发展取得显著进步，截至
2016 年，全国规模以上的农产品加工业收入超过 20 万亿元，农产品加工业产值是农业总产值的 2
倍多，截至 2017 年底，全国有省级以上的重点农业龙头企业 1. 7 万家③。
乡村工业的发展，不仅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显著缩减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这

对于统筹城乡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2017 年，全国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就业人口的
比重下降到 27%，与改革开放初相比，下降了将近 2 /3，但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农业所能够承载的
就业人口比重仍将进一步下降［42］，工业仍是吸纳劳动力就业的重要载体。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
示，2018 年全国农民工数量达到 2. 89 亿，乡镇企业与农业农村的关联更加紧密，其服务乡村振兴
的能力也不断增强④。
在工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大量工业成果被应用于农业领域。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工业

技术和产品的应用，使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信息、生物、制造、新材料和新能源技术广泛
渗透于农业农村各领域。1978 年至今，我国农业领域的研发投入增加了 180 多倍［43］，农业创新发
展动力不断增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到 2035 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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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权网站，http:∥www． humanrights． cn /html /2014 /4_1127 /3257． html。
数据来源于中宏网，https:∥www． zhonghongwang． com /show-257-155091-1． html。
数据来源于商务部网站，http:∥file． mofcom． gov． cn /article /gkml /201810 /20181002793719． shtml。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 ∥www． stats． gov． cn / tjsj / zxfb /2019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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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到 2050 年，我国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工业而言，到 2035 年，我国工业水平将达
到世界制造业强国的中等水平，到 2050 年，我国将成为世界制造强国的前列成员。当然，针对当前
阶段的中国工业化发展，一些研究者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尤其是关于中国“过度去工业化”的问
题。该问题强调，在工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前提下，工业增加值和工业吸纳的就业人口比重都在
快速下降，这种情况令人担忧。基于此，研究者呼吁中国仍需做好深度工业化发展工作，中西部高
质量工业化发展的任务仍然繁重。与之相反，在脱贫攻坚的关键阶段，越来越多的地区出台了多样
性的工业与企业扶贫工作计划，这也说明工业扶贫在精准扶贫阶段已经全面且深入地介入了扶贫

工作。

二、工业扶贫的历史阶段及其内涵

农业支持工业是农业自身发展的要求，如果没有农业以外产业的发展，农业的发展也就无从谈

起。而发展到特定阶段后，工业反哺农业，也是工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工业通过自身的发展，不仅能
够吸纳并消化农业剩余劳动力，还能够为改造传统农业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撑。本部分的论述以新
中国成立为起点。
( 一) 工业起步阶段的间接性溢出效应扶贫

改革开放前，国家的扶贫工作主要依赖紧急救济和民政救济，为改革开放后的大规模减贫打下

了坚实基础［44］。起步阶段的工业化并没有产生直接的反哺与减贫效应，这是因为当时的工业发展
和城市化发展局限于城市地区，在城乡分割的体制下，国家相关政策主要是从农村汲取资源支持城

市和城市工业的发展。但反过来说，这并不意味着工业的发展对于反贫困没有任何意义。正如前
文所述，此时乡村工业的发展，不仅使得农业剩余可以实现工业转化，从而提升农村的整体收入水

平; 而且，城市工业的发展也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尤其是这一阶段农业水利设施

的建设和农业机械的供给让农业生产的效率得到了显著提升，以钢铁、煤炭、电力、石油和机械制造
为代表的城市重工业为农业生产提供了重要动力与能源支持。不过，工业对农业的汲取与工业对
农业的反哺和支持仍是不对等的，因此工农发展与城乡发展的差距在该阶段仍在进一步扩大。
这一阶段工业反哺农业和农村的能力较弱，其在政策制度层面缺乏明确的体制机制，因此，我

们将该阶段的工业扶贫称为间接溢出效应的扶贫。所谓间接溢出扶贫效应是指，工业的发展并没
有明确的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目标，这种扶贫效应随着工业发展及其产品市场的需求而在客观

上具备了扶贫的功能。区域经济发展与行业经济发展间就存在这种显著的溢出效应［45］。也有研
究者将此阶段工业对农业的反哺称为“滴落效应”［46］，即工业对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推动是十分有限
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一阶段，农民与工业化进程是完全隔断的。在该阶段，通过行政干预方式
调整工农关系与财富分配，以实现快速工业化，对于我国摆脱贫困并实现跨越式发展是很有价值

的。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启动了以大小三线建设为核心的区域工业
化建设，这不仅奠定了中西部工业发展的基础，而且有助于缩小不同区域间的工业发展差距，更在

客观上缩小了特定时期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总体上看，这一阶段工业的有限经济增长除了投入工业化之外，其他的经济增长成果都投入到

了社会发展领域。工业企业创造的价值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为居民收入增加和脱贫工作提供了
物质基础［47］。从扶贫的直接成绩看，改革开放前无法与改革开放后的大规模减贫相比，但也正是
改革开放前的发展奠定了改革开放后的减贫基础，才使得改革开放后有了成效显著的减贫工作。
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是减贫的第一动力，而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主要源于工业和农业的发展。
( 二) 工业中期阶段的开发式扶贫

从中国扶贫工作看，这一阶段是开发式扶贫阶段，农村工农经营体制改革带来的经济高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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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减贫的核心动力［48］，开发式扶贫与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共同推动了改革开放后较长时段内的
减贫工作。1987 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贫困地区经济开发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发展商品
经济和兴办乡村扶贫经济实体; 在具体产业政策上将用先进的技术和物质手段改造传统种养业、积
极发展乡镇企业和家庭工副业、有领导地组织劳务输出等作为重点。可见，无论是对工业产业发展
的支持，还是对扶贫经济实体的重视，工业扶贫在此时已成为扶贫工作的重要路径。就工业而言，
这一阶段的工业扶贫实现了从间接溢出效应扶贫到直接开发式扶贫的转变，从收入扶贫开始转向

生产要素扶贫。乡镇企业和乡村工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农村土地所有权与农业生产利益损
失的补偿。首先，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增加了农民的非农收入。其次，城
市工业也将一些不适应在城市发展的农产品加工产业转移到了农村。有研究显示，1998 年，全国
乡镇企业吸纳的劳动力超过 4 800 万人［49］，其中大多数属于农村劳动力。同时，随着沿海地区企业
对劳动力需求的不断增加，国家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也逐步放宽，“离土又离乡”的外出务工
方式逐步发展。到 1991 年，农民收入当中的工资性收入已经超过了 1 /5; 到 1996 年，中国乡镇企业
职工的年收入已经达到 4 100 多元［50］。1992 年的调查研究显示，92%的乡镇企业分布在自然村范
围内，7%的乡镇企业分布在乡镇范围内［51］，乡镇企业与农村和农民的紧密联系意味着其与农村发
展、农民增收关联较强。就农业而言，体制改革是对农业生产力的巨大释放，但从根本上看，农业发
展是农业生产条件的显著进步。中国耕地灌溉面积从 1952 年到 1978 年增加了 2. 25 倍，而从 1978
年到 2016 年仅增加了 1. 49 倍; 农业机械总动力从 1952 年到 1978 年增加了 500 多倍，而从 1978 年
到 2016 年仅增加了 7 倍多; 化肥使用量从 1952 年到 1978 年增加了 100 多倍，而从 1978 年到 2016
年仅增加了 5 倍多［52］。这种按照倍数比较的方式本身意义不大，却能构成我们理解 1978 年以来
中国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索引，农业机械、灌溉与化肥使用等都是建立在工业发展基础上的，
可见工业对于减贫的作用愈加突出。

1994 年，《关于印发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通知》( 国发〔1994〕30 号) 对扶贫攻坚的基本途
径做出明确指示，即要重点发展种养业以及与此相关的加工业和运销业，要发展资源开发型和劳动

密集型乡镇企业，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劳务输出; 在扶贫开发的形式上，国家倡导兴办贸工农一体

化、产加销一条龙的扶贫经济实体，对于不具备兴办企业条件的乡村，鼓励其在工业小区和乡镇开
展异地试点以发展二三产业，在“老、少、边、穷”地区兴办的企业，国家对其采取征税后返还或是部
分返还的措施。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一些城市工业企业直接参与了对口扶贫工作，具体形式包括
兴办摊点、产品扩散、产销联营、招收工人和技术服务等，这一时期民营企业的扶贫行动被称为“光
彩事业”。199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明确提
出要在集中连片重点贫困地区优先安排大型开发项目。这些项目以交通、水利和资源开发项目为
主要代表。同时也是在这个文件中，首次建立了定点帮扶与东西协作扶贫的机制，东西协作扶贫主
要以企业扶贫和项目扶贫形式落实帮扶任务。一些研究也表明，中国农村工业的发展对农村发展
和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远超其他产业［53］。2000 年以后，沿海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导致非农部门劳
动力需求快速上升，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经济增长效益趋向高位［54］。世界银行研究发现，农业
增长对于减贫的影响是第一位的［55］，1980 年至 2000 年间，农业的减贫效应是第二、三产业的 4
倍［56］，而第二、三产业的减贫效应也都是通过第一产业产生的。到 2000 年底，中国贫困人口下降
到 3 200 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为 3. 4%［57］。从收入构成情况看，1985 年以来，农民收入当中的非
农收入部分实现了年均 10%以上的增长，到 1990 年有 37%的农村劳动力在乡镇企业就业［58］，这
也意味着 1980 年代中期以来的减贫动力机制发生了变化。
( 三) 工业后期阶段的反哺性扶贫

进入 21 世纪，兴办工业实现脱贫已成为扶贫工作的共识，“无工不富”成为社会发展的流行判
断，民族贫困地区对发展工业脱贫尤为看重。进入工业后期阶段，乡镇企业的扶贫功能不仅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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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就业岗位让农民获得工资性收入，还体现在参与农村社区建设，为乡村提供多种形式的公共服

务。这也意味着新型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开始建立，农民开始更多地分享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
红利。进入以工补农阶段后，农村工业上缴的农村集体资金和国家税收资金大幅提升，集体和国家
获得的资金又以项目和资源支持的方式返回农业和农村。传统农业经由工业农业进而实现向现代
农业的转型，工业化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农业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59］。研究表
明，2000—2008 年，工业产业发展的减贫效应为 1. 13，即工业产值每增加 1%就会使贫困发生率下
降 1. 13%［60］。随着农业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当中占比的下降以及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工业替代农
业而成为减贫效应最为明显的产业［61］。正如研究者所言，理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中国发展的经
验离不开对中国工业的描述与分析［62］，而在笔者看来，对中国扶贫工作经验和成效的把握同样也

离不开对工业扶贫工作的描述与分析。
2000 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占工农业增加值的 75%，其中城市工业占 54%，乡村工业占

46%［63］，农村工业被视为中国崛起的一种基本力量。工业是中国发展的基本力量，自然也是推动
脱贫的基本力量。2001 年，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01—2010 年) 》，对农村扶贫工
作进行了全新的、系统的安排和部署。在扶贫途径方面，要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和引导
大中型农产品加工企业到贫困地区创业兴业，同时采取多种鼓励政策引导资源开发型企业、劳动密
集型企业和市场流通型企业参与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这为贫困地区工业的发展释放了更加积极

的信号。该文件还明确指出，要大力加强水利、交通、电力和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这意味着相关工
业的服务重点从原有的城镇地区转向了贫困农村地区。这一时期，乡村企业的发展态势有所减弱，
但代之而起的是民营经济与私营经济的兴盛，工业企业解决就业、增加收入和缴纳税收，推动了中
国整体贫困问题的解决。
( 四) 新阶段的工业全面参与式扶贫

201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 年) 》明确指出，合理开
发贫困地区当地资源，积极做好新兴产业开发，承接产业转移，调整产业结构，让贫困地区的内生动

力不断增强; 东西协作扶贫双方要在产业发展和劳动力转移就业等方面积极配合，鼓励企业以多种

方式参与扶贫工作，推进集体经济与农民增收。2014 年，我国开始实施建档立卡制度，全国范围内
的贫困人口精准识别与精准帮扶工作正式开始。此后，减贫的核心动力转变为国家主导的扶贫实
践。2015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正式发布，文件指出，要发展特色产
业助力脱贫，加强贫困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培养，健全脱贫帮扶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

支持贫困地区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实现三产融合发展; 引导中央企业与民营企业设立贫困地区产业

发展投资基金，吸引企业到贫困地区进行扶贫开发。同时还指出应注重劳务输出脱贫，引导企业扶
贫与职业教育结合，拓展贫困地区劳动力外出就业空间，加大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支持; 在东

西协作扶贫方面，强化以企业为载体的扶贫协作，鼓励东西部双方共建产业园区，实施东西部县域

间的携手奔小康行动。
国务院扶贫办相关数据显示，2019 年东部地区投入财政援助资金 229 亿元，动员社会捐助款

物 65 亿元，销售贫困地区农特产品 483 亿元①。以大连市对口帮扶贵州六盘水市为例，2019 年大
连市投入财政扶贫资金 1. 26 亿元，引入 13 个工业产业项目，项目总投资 21 亿元，带动发展和脱贫
的人口超过 1. 9 万人②。在社会扶贫方面，这一阶段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参与扶贫开发，对于吸纳贫
困人口就业的，可以享受税收优惠和培训补贴，工商联组织开展“万企帮万村”的精准扶贫行动。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 6 月，参与帮扶的民营企业有 9. 99 万家，精准帮扶村庄超过 11 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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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投入产业资金近 820 亿元，投入公益资金 149. 22 亿元，安置就业 73. 66 万人，带动和惠及贫困人
口超过 1 400 万人［64］。在新阶段的扶贫工作中，中央企业也承担了大量的帮扶任务，其承担了全国
246 个重点贫困县的定点帮扶任务，2015—2019 年，中央企业共投入和引进帮扶资金 206 亿元，有
力促进了贫困地区发展与贫困人口增收①。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打赢脱贫攻坚
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深入实施贫困地区特色产业提升工程，其中重点是农产品加工业和
特色手工业，同时鼓励有条件的贫困县创办三产融合产业园，组织国家级龙头企业与贫困县共建扶

贫产业基地; 在就业扶贫方面，鼓励贫困地区发展生态友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扶贫企业在贫困地

区建立扶贫车间实现贫困人口就近就业，推进贫困县农民创业园建设，东部地区要组织企业到西部

发展产业，吸纳西部贫困人口就业，同时西部地区也要组织贫困人口到东部地区就业; 加快补齐贫

困地区基础设施的短板，加快发展交通、电力、水利和网络扶贫行动。2020 年 3 月，国务院国资委
印发了《关于做好定点扶贫县贫困农民工就业帮扶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中央企业尽快做好
贫困农民工的就业招聘工作。以企业为主体的工业扶贫，当然也能够为工业发展带来一定的利益，
但在扶贫行动成为国家层面的政治行动与道义行动时，企业也同样需要以积极行动响应国家的

倡导［65］。
统计数据显示，2013 年以来，农民可支配收入当中的工资性收入稳定在 40%左右②。对于贫

困人口而言，工资性收入的占比则更高，笔者调查过的 10 多个贫困县，贫困家庭的工资性收入占比
在 60%左右。新阶段的扶贫工作使得农村发展水平在全国、区域和省级层面都有明显提升，其中
社会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升幅度最大［66］。这一阶段，在国家整体扶贫方式不断创新的背景下，工
业扶贫也出现了新路径，比如扶贫车间与村镇工厂成了实现贫困人口转移就业的重要载体［67］。国
务院扶贫办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11 月，全国共建立扶贫车间 32 688 个，吸纳就业的贫困劳动
力超过 43. 7 万人，培育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 41 万多人，创办领办各类经营主体 21. 4 万个③。
2012 年以来，脱贫攻坚成为新时期中国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这也意味着扶贫成了中国治国理
政的最新实践表达［68］。该时期的工业发展有自身的诉求与内在逻辑，但也需要满足国家的重大战
略需求。工业扶贫在产生社会效益的同时，也提升了乡村地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69］，进而在客
观上实现了扶贫与企业发展的双赢。

三、城乡关系变革中的工业扶贫:启示与反思

1949 年以来的工业扶贫历程表明，工业扶贫是中国扶贫工作的重要构成部分，工业扶贫与城
镇化是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中国扶贫工作的基本动力，扶贫工作中工业可以实现自身价值诉求与社

会效益相结合。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以及中国扶贫工作的阶段性变化，工业扶贫的形式和途径
也更加多元，扶贫成效更加突出。工业扶贫是资本反哺农业农村发展的鲜活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扶贫理论的重要特色。工业扶贫带给我们的思考，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工业扶贫在不同阶段的不同表现形式与内涵是与工业自身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在新中

国工业发展初期阶段，我国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因此工业扶贫主要是一种广义上的扶贫，一种间

接意义上的扶贫。这一阶段，减贫的主要动力来自农业，工业发展的有限成果向农业领域转移以及
服务农业发展的工业品消费是工业化早期阶段工业扶贫的主要特征。随着工业化发展进程的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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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和工业经济实力的持续增强，工业扶贫不仅体现在吸纳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还体现在通过向国

家和集体缴纳税费的方式实现对农业和农村的反哺。在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最新阶段，工业自身面
临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中西部贫困地区承接了大量来自城市工业领域的产业转移项目，这些劳动

密集型产业或资源开发型产业，再次吸纳了贫困劳动力的就业，在配合农村“三变”改革的背景下，
农村集体经济获得了发展，农民也获得了相应的资产收益。在脱贫攻坚的关键阶段，大量企业直接
参与了精准扶贫工作，无论是定点扶贫、社会扶贫还是东西协作扶贫，工业企业不仅面向贫困人口
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还向贫困地区提供了大量产业项目并共建了产业园区，这是新时期工业全面

参与扶贫工作的具体体现。
第二，工业扶贫的不同形式与中国扶贫工作的阶段性战略是紧密联系的。从中国减贫的历程

看，在不同时期中国遵循着不同的扶贫工作理念，其大致经历了广义扶贫、体制改革扶贫、开发式扶
贫与精准扶贫等阶段。在不同阶段，国家对于扶贫工作的主导思想与核心路径有着不同的考虑，而
工业扶贫工作在不同阶段的内涵、特征及其路径也是与全国扶贫工作紧密结合的。广义扶贫阶段，
国家并没有专门的扶贫工作机制和扶贫工作规划，工业主要通过溢出效应实现扶贫。体制改革扶
贫阶段，通过城市、农村体制改革的启动，乡村工业获得了快速发展，从工业自身需求和农村发展的
实际出发，工业扶贫通过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方式实现了贫困人口的显著增收。开发式扶贫阶
段，工业企业和其他类型企业，通过参与贫困地区经济开发以及继续吸纳贫困人口就业，不仅推动

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还使得工资性收入成了农民收入中的最大构成部分，在倡导工业反哺农业

的背景下，工业还参与了农村社区建设与福利供给等，这也为扶贫提供了社会动力和保障支撑。精
准扶贫阶段，扶贫成为社会各界倾力协作的政治与社会行动，工业扶贫则从更多的维度介入扶贫工

作，不仅在制度层面上构建了更加系统的定点扶贫、社会扶贫与协作扶贫机制，还参与了贫困地区
产业项目引进、产业园区建设、贫困劳动力培训和转移就业等工作，工业扶贫的成效进一步彰显。
第三，工业扶贫嵌入工农关系与城乡关系的变革进程。新中国成立 70 余年来，我国的工农关

系经历了从重工轻农到工农并重的变革，同时城乡关系也经历了从分割到融合的变革［70］。优先工
业发展阶段，工业经济注重自身的发展、积累与创新是客观形势所需; 注重工农平衡与互补发展阶
段，工业则有了更多可以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政策空间与经济资源; 城乡分割发展阶段，城市工业

与农村间的资源交换与经济支持往往是非均衡性的，且这种交换与经济交往也是不充分的，工业扶

贫的成效自然不显著; 城乡统筹发展以及融合发展新阶段，工业发展不仅需要农村市场、资源与发
展空间，也需要通过向乡村回馈发展资源、机会和利益来兑现自身发展进程中遗留的历史承诺，其
不仅为贫困劳动力转移提供岗位，还为贫困人口人力资本提升、贫困地区经济开发与工业建设等提
供了诸多直接帮扶，减贫效应更加显著。

四、新阶段工业扶贫工作的展望与共同富裕道路的构建

讲好中国减贫故事需要把握好经济增长与减贫关系的主线，中国减贫是一个历史性和内在逻

辑性相统一的过程。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离不开对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理解与把握。减贫过程是一
个融合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国家、市场和社会的有机融合是实现减贫的重
要条件，但工业扶贫的使命并没有结束，而是进入了新的阶段和起点，共同富裕仍是我们需要长期

坚持的经济社会发展主题。回顾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的扶贫工作，我们可以看到，农业发展提供
了减贫的初始动力和机制，但仅仅依靠农业实现脱贫是不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实现脱贫的重要

动力，更是共同富裕的产业基础。尽管工业和城市的繁荣发展无法替代农业和农村在中国国情当
中的基础性地位，但就共同富裕而言，工业扶贫仍然任重道远。
工业扶贫不仅展现了工农关系的变迁，也回应了城乡关系调整的新要求。在强调形成以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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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形势下，工业扶贫不仅在客观上需要广大
乡村的消费市场和消费能力的迸发，更需要乡村为中国工业实现超越式发展提供战略腾挪空间。
工业扶贫的持续推进不仅是落实城乡融合发展战略的关键抓手，也是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核心

动力，但依托特定区域的工业发展带动欠发达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效果十分有限，工业只有实现与

帮扶地区更紧密的关联，形成直接溢出效应才能更好地实现先富带动后富［71］。构建新发展格局的
关键是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在分配环节解决好居民收入分配和城乡收入

差距问题，而工业扶贫则可以为这些工作提供强大推动力并持续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业发展思

想［72］。收入分配是关系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基本问题［73］，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着眼点，在既
有的产业效益与格局中，工业对于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具有关键影响。在增加居民收入和提高区域
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推动居民消费的扩大和升级，进而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实的社

会基础。从全面小康社会到共同富裕社会的飞跃，要积极探索高质量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道路，构
建城乡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的新局面，缩小不同群体和区域的收入差距［74］。
在中国工业化的最新阶段，乡村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这不仅源于扶贫工作要求的产业下

乡，也源于中国城市工业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带来的产能转移和中国工业再发展的空间扩展。土
地制度是乡村工业化与中国工业空间拓展的重要基础，因此新阶段的工业扶贫需要继续发挥集体

土地所有制的开发权优势，为工业发展提供高水平的保障服务，激发农村土地资源的市场潜能。
2020 年后，在扶贫领域，我们将围绕相对贫困持续性地推进扶贫工作，这一阶段既要巩固脱贫成
果，还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其难度不言而喻，因此工业扶贫仍将肩负重要的使命和责任。乡村振
兴的首要任务是实现产业兴旺，而这个产业也不会局限于农业产业领域，在工业的参与下才能更好

地搭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善治新格局，以工业布局与类型调整缩小不同群体间的财产差距［75］。
针对 2020 年后的工业扶贫工作，笔者建议可以重点关注如下几个方面。
工业扶贫要重视广大中西部贫困地区转型发展优势。在人口红利不断缩减、中国工业发展劳

动力比较优势逐渐弱化的背景下，广大中西部地区仍有巨大的人口红利与工业转型空间。通过工
业结构调整与产能转移，在贯彻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的背景下，中国工业仍拥有重要的战略机遇

期，新阶段的工业扶贫不仅是益贫式经济发展的要求［76］，更是工业自身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

遇，在回应人民需求的基础上，中国工业才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结合产业兴旺与相对贫困治理，
工业扶贫有选择地到中西部贫困地区进行再发展，不仅会带来显著的扶贫效益，也将为中国工业自

身带来新的增长点。此外，在关注大型企业的扶贫工作的同时也应更多关注小微型企业的扶贫功
能，对其提供社会资源支持，以创业推进减贫，而这个过程也实现了国家治理与共同富裕目标的统

一。2020 年 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指
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可以扩展国家发展的战略回旋空间，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依然突出。从这个意义上看，工业在西部地区的发展仍有较大空间，新型工业在乡村的发展也将带
来农村人口财产收入的增加［77］，进而有助于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工业扶贫应在城乡融合发展中进行创新。城乡融合发展是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城乡关系的基

本指导原则与发展方略，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农村消费市场的建设、
农村各类资源市场价值的显现以及城乡双向的人、财、物的流动都会更加明显。在这个融合与流动
的过程中，农村成为工业品消费的重要场所的同时，也将成为城市消费品的高端生产基地，甚至是

高端社会服务的供给基地。因此，新时期的工业扶贫不仅要注重统筹工业行业资源，也需要统筹乡
村社会的自然、生态、文化与社会资源，注重与农民、农村建立更加多元的利益联结机制，进而在扶
贫中求发展，在发展中促脱贫。通过企业嵌入地区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技能提升与收
入增长等，进而实现中国工业从大到强的全面转型。工业扶贫的创新有助于城乡融合发展，亦可有
效保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底线任务的完成［78］。同时，新业态产业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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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更具普惠性和包容性，并向乡村倾斜，这样才能够让工业、企业扶贫发挥更大效用。
工业扶贫应在推动农业转型发展中提供更多扶贫力量。新时期的工业扶贫将跳出工业行业与

思维理解扶贫，未来，工业与农业、服务业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从农业的角度看，工业的发展可以
助力农业现代化、农业绿色化与有机化。在这个过程中，智能机械、大数据、信息与化学等工业成果
被广泛应用，不仅可以突破农业增量不增收的困境，也可以大大提升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如果
在工业的帮扶下，农业产业能够改变自身较为弱势的经济与市场地位，广大农民和乡村在收入分配

中的弱势地位也将得到改变。未来较长时间内，在农村仍有大量人口生活和生产的情况下，依托工
业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并实现减贫是工业扶贫的重要路径。此外，随着农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
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未来乡村地区将成为提供康养、研学、休闲和文艺创作等社会服务的重要空
间。在此过程中，工业需在信息化、物流、智能医疗、远程协同办公和农业生产智能装备等方面提供
更多支持，进而助推乡村新服务业态的发展，最终通过服务业的发展倍增扶贫成效。

［参考文献］

［1］ 檀学文．走向共同富裕的解决相对贫困思路研究．中国农村经济，2020( 6) : 21 － 36
［2］ 李北伟．礼赞中国工业经济 70 年．工业技术经济，2019( 10) : 3 － 5
［3］ 雷海章．竞争·联合·走出二元———兼论中苏处理工农、城乡关系的异同．湖北社会科学，1988( 10) :39 －40
［4］ 付伟．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的乡村产业及其社会基础———以浙江省 L市偏远乡村来料加工为例．中国社会科
学，2018( 6) : 71 － 90

［5］ 杨琰．新中国工业体系的创立、发展及其历史贡献．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 8) : 53 － 62
［6］ 王冬梅．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政策．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3
( 4) : 54 － 59

［7］ 万振凡．毛泽东“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思想与当代中国农村工业化城市化问题． 南昌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 ，1994( 2) : 42 － 47

［8］ 薛广洲，徐涛．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对工业发展的认识与思考．毛泽东研究，2019( 4) : 65 － 72
［9］ 任路．新中国成立以来工农城乡关系的变迁．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6) : 10 － 18
［10］ 林刚．中国工农—城乡关系的历史变化与当代问题．中国农村观察，2014( 5) : 2 － 12
［11］ 刘小京．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2］ 武力，温锐． 1949 年以来中国工业化的“轻、重”之辨．经济研究，2006( 9) : 39 － 49
［13］ 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 1949． 10—1957) ．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
［14］ 潘建雷．合作社:乡村工业的可能模式———费孝通《江村经济》的实质主题．社会学评论，2015( 6) : 64 － 73
［15］ 王昉，徐永辰．从共同富裕到精准扶贫———新中国反贫困思想的历史考察．宁夏社会科学，2020( 1) : 89 － 96
［16］ 杜海燕．中国农村工业化研究．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2
［17］ 肖莎．新中国农村工业变迁:实践与理论．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复旦大学，2003
［18］ 常明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乡手工业发展．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 4) : 33 － 39
［19］ 裴小林．集体土地制:中国乡村工业发展和渐进转轨的根源．经济研究，1999( 6) : 45 － 51
［20］ 于秋华．从乡村工业发展史看传统与现代的耦合．经济纵横，2008( 9) : 51 － 54
［21］ 张晓山，韩俊，魏后凯，等．改革开放 40 年与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经济学动态，2018( 12) : 4 － 16
［22］ 韩俊．中国城乡关系演变 60 年:回顾与展望．改革，2009( 11) : 5 － 14
［23］ 李小云，于乐荣，唐丽霞．新中国成立后 70 年的反贫困历程及减贫机制．中国农村经济，2019( 10) : 2 － 18
［24］ 任保平，钞小静．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验及其对西部的启示．西北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2) : 11 － 18

［25］ 王岳平．面向农村市场的工业结构调整．管理世界，1998( 5) : 92 － 101
［26］ 冉明权，李岩东．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步发展的尝试———乡镇企业工业小区试验改革的工作报告．管理世
界，1993( 3) : 120 － 128

［27］ 于秋华．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乡村工业发展的经验与启示．经济纵横，2009( 4) : 45 － 48

·61·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年



［28］ 董辅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下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9］ 范德官．上海农村工业发展研究．中国农村经济，1999( 1) : 74 － 78
［30］ 苗长虹．我国城乡工业联系及协调发展研究．地理研究，1997( 2) : 31 － 38
［31］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所课题组．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工农关系演变:从缓和走向融合．改革，2018( 10) :

39 － 51
［32］ 牛若峰．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的观察和评论．农业经济问题，2006( 3) : 8 － 15
［33］ 宗锦耀，陈剑光，张国良．发挥乡镇企业对就业的重要作用．乡村企业科技，2003( 7) : 7 － 10
［34］ 于秋华，于颖．中国乡村工业发展的制度分析．财经问题研究，2006( 12) : 16 － 20
［35］ 李宁辉．如何看待“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统计研究，2003
( 3) : 30 － 34

［36］ 郑有贵．农业养育工业政策向工业反哺农业政策的转变———“取”“予”视角的“三农”政策．中共党史研究，
2007( 1) : 32 － 38

［37］ 黄茂兴，叶琪．新中国 70 年农村经济发展: 历史演变、发展规律与经验启示．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9
( 11) : 3 － 21

［38］ 蔡昉，王德文，曲玥．中国产业升级的大国雁阵模型分析．经济研究，2009( 9) : 4 － 14
［39］ 李金华．新中国 70 年工业发展脉络、历史贡献及其经验启示．改革，2019( 4) : 5 － 15
［40］ 魏后凯，王颂吉．中国“过度去工业化”现象剖析与理论反思．中国工业经济，2019( 1) : 5 － 22
［41］ 邓洲，于畅．新中国 70 年工业经济的结构变迁． China economist，2019( 4) : 14 － 39
［42］ LAGAKOS D，WAUGH M E． Selection，agriculture，and cross-country productivity differences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3( 2) : 948 － 980
［43］ 黄季焜．四十年中国农业发展改革和未来政策选择．农业技术经济，2018( 3) : 4 － 15
［44］ 许汉泽．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反贫困的历史、经验与启示．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5) : 45 － 52
［45］ 潘文卿．中国的区域关联与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研究，2012( 1) : 54 － 65
［46］ 洪银兴．工业和城市反哺农业、农村的路径研究———长三角地区实践的理论思考．经济研究，2007( 8) :13 －20
［47］ 李先军，黄速建．新中国 70 年企业扶贫历程回顾及其启示．改革，2019( 7) : 16 － 26
［48］ 邢成举，李小云．超越结构与行动: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经验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8( 11) : 32 － 47
［49］ 高鸣，芦千文．中国农村集体经济: 70 年发展历程与启示．中国农村经济，2019( 10) : 19 － 39
［50］ 中国乡镇企业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乡镇企业年鉴 1997．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
［51］ 赵连阁，朱道华．农村工业分散化空间结构的成因与聚集的条件．中国农村经济，2000( 6) : 30 － 36
［52］ 李小云，马洁文，唐丽霞，等．关于中国减贫经验国际化的讨论．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 5) :

18 － 29
［53］ ＲOZELLE S，BOISVEＲT Ｒ N． Control in a dynamic village economy: the reforms and unbalanced development in

China’s rural econom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5( 2) : 233 － 252
［54］ 刘洪银．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经济增长效应．人口与经济，2011( 2) : 23 － 27
［55］ WOＲ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0: pover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56］ ＲAVALLION M，CHEN S H． China’s ( uneven) progress against povert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7
( 1) : 1 － 42

［57］ 黄承伟．中国扶贫开发道路研究:评述与展望．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 5) : 5 － 17
［58］ 黄季焜．制度变迁和可持续发展: 30 年中国农业与农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59］ 郭剑雄．工业化、人口转型与长期农业增长的差异化路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 2) : 58 － 68
［60］ 李小云，于乐荣，齐顾波． 2000—2008 年中国经济增长对贫困减少的作用:一个全国和分区域的实证分析．中
国农村经济，2010( 4) : 4 － 11

［61］ 张凤华，叶初升．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农村减贫———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当代财经，2011( 12) :
14 － 21

［62］ 黄群慧．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阶段、特征与前景．经济与管理，2013( 7) : 5 － 11
［63］ 张毅．乡镇企业∥郭书田，主编． 神农之魂，大地长歌———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当代农业( 1949—2009) ． 北

·71·第 4 期 邢成举等: 城乡关系变迁、工业扶贫变革与共同富裕道路的构建



京:金盾出版社，2009
［64］ 陆继霞．中国扶贫新实践: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实践、经验与内涵．贵州社会科学，2020( 3) : 154 － 160
［65］ 李小云，徐进，于乐荣．中国减贫四十年:基于历史与社会学的尝试性解释．社会学研究，2018( 6) : 35 － 61
［66］ 韩磊，王术坤，刘长全．中国农村发展进程及地区比较———基于 2011—2017 年中国农村发展指数的研究．中
国农村经济，2019( 7) : 2 － 20

［67］ 邢成举．村镇工厂与农村女性反贫困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20( 1) : 47 － 55
［68］ 李小云，吴一凡，武晋．精准脱贫:中国治国理政的新实践．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5) :12 －20
［69］ 王书斌．国家扶贫开发政策对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溢出效应吗?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 3) :

21 － 38
［70］ 张海鹏．中国城乡关系演变 70 年:从分割到融合．中国农村经济，2019( 3) : 2 － 18
［71］ 覃成林，杨霞．先富地区带动了其他地区共同富裕吗———基于空间外溢效应的分析． 中国工业经济，2017
( 10) : 44 － 61

［72］ 韩保江，邹一南．中国小康社会建设 40 年:历程、经验与展望．管理世界，2020( 1) : 25 － 36
［73］ 姬旭辉．从“共同富裕”到“全面小康”———中国共产党关于收入分配的理论演进与实践历程． 当代经济研
究，2020( 9) : 42 － 50

［74］ 魏后凯．“十四五”时期中国农村发展若干重大问题．中国农村经济，2020( 1) : 2 － 16
［75］ 刘灿．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 1) : 20 － 22
［76］ 范从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经济研究，2017( 5) : 23 － 25
［77］ 邓曲恒，孙婧芳．缩小财产差距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中国行政管理，2017( 12) : 138 － 140
［78］ 黄承伟．共同富裕进程中的中国特色减贫道路．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6) : 5 － 11

The Transition of Urban-rural Ｒelations，Evolution of
Industrial Poverty Ｒeduc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th of Common Prosperity

XING Chengju LI Xiaoyun SHI Baofeng WU Yuxia

Abstract At different stages of urban-rural relation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is significantly dif-
ferent．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between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and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in the People’s Ｒe-
public of China over the past 70 years，which has made the overall progress and improvement of Chinese rural economy by
providing employment，increasing income，income transferring and welfare supply，and the problem of rural poverty has
been significantly alleviated． At different stages，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connotations，
from indirect spillover effects to poverty reduction，to direct employment to absorb poverty reduction，to industrial regurgita-
tion-feeding agriculture development-oriented poverty alleviation，to the final comprehensive intervention of industrial preci-
sion poverty alleviation，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made a way which originated in the countryside and then gave
back to the rural poverty-relief development with high-quality diversifi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ese de-industri-
alization discussion，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is not only be unweakened，but also needs to be supported through vari-
ous policies and systems，which is not only the need to develop poverty governance continuously，but also the inherent re-
quirement of China’s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the new era，and which is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constructing the
road of com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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